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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路域耕地面积重建及时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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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垦田和户口史料及耕地分布影响因子的分析，本文建立了北宋册载垦田数据的订

正方法以及路域耕地分布倾向模型和分配模型，重建了北宋4个时点的路域耕地面积。结果表

明：①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至道三年（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元丰元年（1078年）的耕

地总量分别为468.27×106今亩、495.53×106今亩、697.65×106今亩和731.94×106今亩，百年间耕地

面积增加了约 2.64亿今亩；垦殖率从开宝九年（976年）的 10.8%，增加至元丰元年（1078年）的

16.9%，提高了约 6个百分点；而人均耕地面积由 15.7今亩降至 8.4今亩。② 从空间变化特征

看，东南地区是北宋土地垦殖发展最快的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约12.0%，北宋中期长江中下

游平原局部地区垦殖率高达40%；其次是北方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5.2%，北宋中期黄淮海

平原的土地垦殖率也超过了20%；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区域土地垦殖率仅增加1.2%，

除成都府路外，各路垦殖率均低于6%。③ 从评估结果看，本文所构建的路域耕地分配模型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相对误差绝对值小于20%的路域占总路数的84.2%，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北宋

时期路域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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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因人类土地利用活动而导致的土地覆被变化，被认为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驱动因
素，其影响不仅体现在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中，同时也反映在生物地球物理过程中[1-3]。历
史时期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作为国际LUCC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科学研究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在长时间尺度气候变化与生态效应模拟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4-6]。

近十几年来，在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历史LUCC重建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心 Ramankutty
等[7-8]建立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SAGE，重建时段为 1700-1992年）和荷兰公众健
康与环境研究所Goldewijk等[9-10]建立的“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HYDE，最新版3.1重建
时段为 10000BC-AD2000），Pongratz等[11]以SAGE数据集 1700年土地覆被空间格局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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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以全球人口数据为代用资料，建立的“全球农牧空间数据集”（PJ dataset，重建时段
800-1700年），这些数据集均含盖了中国区域。然而，正如SAGE数据集发布者所声明的
那样：全球数据集只适用于全球尺度，不能作为区域性研究的依据[7]。中国学者对这些全
球数据集中有关中国区域的评估结果也表明数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客观反映中
国历史耕地变化的趋势及特征[12-14]。虽然近年来中国学者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对全国及区
域历史时期LUCC数量重建[15-17]和网格化重建[18-22]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长足进展。但
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看，多数集中在过去300年，而对过去千年时段的研究还较为鲜见。

北宋是中国千年时段的肇始年代，合理估算该时期的耕地数量，对重建中国过去千
年LUCC数据集有着重要意义。虽然何凡能等[23]依据《文献通考》中记载的一套北宋中
期路域垦田资料，通过对垦田隐匿比例的考察，订正了该时点各路域垦田数，并进行网
格化空间重建，但文中对订正结果存有明显异常的路域，未给予分析和修正。同时，针
对北宋时期只有全国垦田总数而无路域数据的其他时点，如何进行重建，目前也尚无学
者涉猎。因此，本文希冀：在深入分析北宋南北方垦田隐匿特征、北宋户均垦田数的合
理范围及异常路的户均基本垦田需求等问题的基础上，重新订正北宋中期路域耕地数
量；并着力探讨基于全国性垦田资料重建北宋其他时点路域耕地数量的方法，建立北宋
路域耕地面积变化序列，揭示北宋时期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

2 资料来源与处理

2.1 研究区简介
北宋疆域位于中国今天津海河、

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一线以南，陕
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流域、
四川岷山、大渡河一线以东，多为中
国传统农业区 （图 1）。由于该时段
（960-1127 年） 境内路级政区多有变
化，先后有 15 路、17 路、18 路和 23
路等建置，为了便于比较，本文以北
宋中期册载垦田资料中所涉及的 1 府
18路作为耕地重建的基础行政单元。
2.2 资料来源

中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文献资
料丰富，尤其是官方档册和地方志
中，均留存有大量以耕地为代表的土
地利用信息。虽然这些史料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仍是深入开展宋代耕地重建研究的
重要基础。本文所引用的原始资料主要有两类：垦田数据和户额数据等。

2.2.1 垦田数据 北宋中期的垦田资料引自《文献通考》①，该数据是现存唯一一套完整
的北宋路域垦田资料。此外，《文献通考》中还记载了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太宗至
道三年（997年）、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英宗治平三年
（1066年）和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等6个时点全国性垦田总数（表1）。《新安志》中
记载了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隶属于江南东路的徽州歙县、休宁县、祁门县、婺

① [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中华书局，1986年。

图1 研究区图
Fig. 1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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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县、绩溪县和黟县等州县“经界”前后的垦田数据②。
2.2.2 户额数据 主要引自《文献通考》中记载的5个时点的全国性户额总数（表1），以
及《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一书[24]。该研究成果是吴松弟等在客观把握基本史实
的基础上，依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宋代户籍史料订正而成（空间分辨率
为路级行政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3 数据处理
2.3.1 垦田数据选择 册载田亩数字
是一种“税亩”，并非实际的耕地面
积，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研究
也表明：其增减趋势具有相对合理
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实际耕地面
积变化的总体趋势 [25]。从表 1 中可以
看出，北宋时期册载垦田数总体呈持
续增加态势，这与北宋时期人口不断
增长、土地垦殖指数不断提高的史实
基本吻合 [26-27]。但是，表中也显示了
天禧五年（1021年）与皇祐三年（1051年）册载垦田数明显不符合这一变化趋势的情
况，有学者就此明确指出：增减幅度超乎寻常，且与总体变化趋势相悖，其合理性值得
怀疑[26]。基于此，本文在进行路域耕地面积重建时，选取开宝九年（976年）、至道三年

（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元丰六年（1083年） ③4个时点，而对天禧五年（1021

年）与皇祐三年（1051年）的垦田数暂不给予订正。
2.3.2 户额数据插补 不同时点的路级户额数是本文所依据的另一类重要数据。然而，从
已有研究成果看，空间分辨率可达路级政区的户额订正数据只有太平兴国年间（980-989
年）、元丰元年（1078年）和崇宁元年（1102年） 3个时点[24]，未能与有册载垦田数的年
份匹配。为了获得所需年份的路域户额数据，文中做如下插补处理：治平三年（1066
年）与元丰元年（1078年）分别以《文献通考》记载和吴松弟等订正的全国户额数据为
准；开宝九年（976年）与至道三年（997年）则基于《文献通考》所载户额数及吴松弟
等订正的太平兴国年间的户额数据，采用线性插值与相互校正的方法得到。

3 重建方法

3.1 总体方案
基于可能获得的史料特点，本文拟重建北宋多时点路域耕地面积的总体方案是（图

2）：① 北宋中期：首先，基于北宋推行“方田均税法”时清丈所得的北方部分路域垦田
数，与南宋推行“经界法”时所得的部分州县垦田数，确定南北方册载垦田数据的隐匿
比例，对该时点册载垦田数据进行初步订正；其次，依据户均垦田数，对订正结果进行
合理性评估；最后，对部分户均垦田数明显存疑的路，利用户数与户均基本垦田需求数
进行再订正。② 其他时点：以北宋中期订正结果为基础，对其他时点全国垦田总数进行
订正；通过分析耕地分布与海拔、坡度和人口等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关系，建立路域耕地

② [南宋] 罗愿：《新安志》卷2《叙贡赋》，宋元方志从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

③ 关于该组“垦田资料”的年代，何凡能等根据路级政区建置沿革的考察，认为应为熙宁年间至元丰初年（1068-

1078年）的数据，文中以元丰元年（1078年）为断。

表1 北宋著籍户口及垦田数
Tab. 1 "Cropland Taxes" and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data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ecord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年代

太祖开宝九年(976年)

太宗至道三年(997年)

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

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

户数(104户)

309.1

413.3

867.8

—

1291.7

1721.2

垦田数(106亩)

295.33

312.53

524.76

228.00

440.00

461.66

注：文中耕地面积单位除特别注外，“亩”均指“宋亩”，现代亩

均以“今亩”表示，下同。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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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分配模型，将订正后的全国耕地面积分配到路级政区。最后，以重建结果为基础，
结合北宋人口与土地垦殖政策，阐明北宋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
3.2 北宋中期路域垦田数订正与评估方法
3.2.1 册载垦田数据订正方法 北宋因推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隐田
漏税”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学者主要是通过确定垦田隐匿比例，对册载垦田数据进行
订正。其中，北方地区以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后清丈所得北
方五路，包括开封府、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和陕西路的垦田数与册载垦田数据为基
础，确定垦田隐匿比例，系数约为 2.03[23]。南方地区则以南宋时期推行“经界法”后，
部分州县经界前后的册载垦田数据为基础，确定垦田隐匿比例，系数约为 1.93 （表 2）。
从确定的比值看，南北方地区垦田隐匿比例虽有差异，但相差不是很大。
3.2.2 结果合理性评估方法 为了检验所订正各路垦田数的合理性，本文采用户均垦田数
作为评估指标。通过对历史文献中有关宋代部分地区“一夫”所耕之田的零星记载的梳

理④，按户均1~2夫计[24]，大致确定了北宋户均垦田数的合理变动范围，应介于20~100亩

之间。文中以此为依据，利用户数与
垦田订正数计算了各路户均垦田数
（图3），认为：梓州、利州、夔州、广
南东和广南西等5路户均垦田数不尽合
理，有过于偏低嫌疑，需另行校正。
3.2.3 再估算方法 采用以满足人口基
本生活需求为基准，确定各路户均基
本垦田需求数的方法，对异常路域垦
田数予以再估算。从上述户均垦田数
明显偏低各路的地理分布看，主要位
于西南地区，因此，文中通过对有宋代

④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记生计”条下载：北方陆田，粗放的一夫可耕“百亩、五十亩”，集约的“三十

亩”；北宋彭州知州吕陶在《净徳集》“岁计”条下载：熙宁年间（1068-1077年）北方陆田“一夫有田二十亩”；北

宋水利学家郏亶在论及北宋中期苏州垦田时称“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南宋词人陈亮在《龙川集》中载：

南方水田“一夫耕三、四十亩”；南宋时任严州知府的方回据其在嘉兴时的见闻，称当地佃户“一夫之田”约为30亩。

图2 北宋路域耕地面积重建总体方案
Fig. 2 Scheme for reconstruction of cropland area at Lu scal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表2 南宋徽州各县经界前后的垦田数据
Tab. 2 "Cropland Taxes" and boundary survey data in

Huizhou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cord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州县

歙县

休宁县

祁门县

婺源县

绩溪县

黟县

合计

经界前(亩)

252984

186950

199563

679707

104538

92135

1515877

经界后(亩)

458156

303964

717636

795787

309566

334430

2919539

经界后/经界前

1.81

1.63

3.60

1.17

2.96

3.63

1.93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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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粮食亩产量[28] ⑤、人均年粮食需

求量[29] ⑥、种植制度[30] ⑦和户均口数[24] ⑧的
分析，认为梓州路、利州路和广南东路
的户均基本垦田需求数约为20亩，夔州
路和广南西路为30亩。以此为依据，对
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和
广南西路的垦田数再行估算（表3）。
3.3 其他时点耕地面积重建方法
3.3.1 全国垦田总量订正方法 虽然北宋
前期政府为了方田均税，也推行了一系列检田、方田活动，但均实施时间较短，涉及范
围有限，未留下可资利用的检田、方田的结果[26]。因此，文中以订正后的北宋中期垦田
数据作为估算基数，确定北宋中期册载垦田数据总的隐匿比例，以此比值对其他时点全
国性的册载垦田数进行订正。
3.3.2 路域耕地面积分配方法 为了更好地反映北宋路域耕地面积及垦殖强度的时空变化
特征，本文试图通过遴选和量化影响耕地分布的因子，探索建立基于全国耕地总面积分
配路域耕地面积的模型，其具体方法如下：

（1）因子遴选和量化 影响耕地分布的因素主要有地形、热量、水分、土壤、植被
等自然因素和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战争等人文因素，但在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
的不同空间尺度上，其主要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北宋疆域多处于中国传统农垦区，耕地
分布可能会受到地形条件的影响，水热、植被、土壤等自然因素并不成为耕地分布的制

⑤ 据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13载：梓州路梓州在南宋嘉定年间的粮食亩产量约为2~2.5石；《宋会要辑稿·食货》

63之111、2之2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等载：利州路的汉

中、洋州一带在绍兴年间的粮食亩产量约为2~3石；梓州路、利州路山区及夔州路与荆湖南路西部、西南部山区同

为“刀耕火种之地”；据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载：“湖南路桂阳军一亩米一石”。可见，西

南地区农业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粮食平均亩产量约为1.5石，较差的地区为1石。

⑥ 据程民生在《宋代生活水平及币值考》中通过对宋代史料的综合分析称：人均日粮食消耗量的底线应为二升，小

孩减半。

⑦ 据曾雄生等在《宋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中研究称：宋代岭南地区的稻田最普遍的仍为一年一熟制。

⑧ 据吴松弟等在《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中研究称：南方地区户均人口数为5.2口。

图3 初步订正后的北宋中期各路户均垦田数
Fig. 3 Preliminary revised results of cropland area per household in each Lu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表3 西南五路垦田数再估算结果
Tab. 3 Re-estimation results of cropland area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路别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广南东路

广南西路

初订正结果(106亩)

2.84

2.49

0.43

6.07

0.11

户数(104户)

47.8

37.2

25.4

57.9

23.8

再估算结果(106亩)

9.56

7.45

7.63

11.59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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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条件[18]。从人文因素来看，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变化而引起的对粮食需求状
况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区域耕地需求量的变化，因此人口是影响区域耕地分布的重要因
素；而政策和战乱等因素则多是通过影响区域人口状况，间接影响区域耕地分布。那
么，在路域尺度上，究竟是地形（包括海拔与坡度）因素还是人口因素起主导作用?

为了辨识影响耕地分布的主导因子，本文以全国 1 km DEM数据⑨为基础资料，在

GIS软件中运用空间分析模块进行重采样，得到北宋路域的平均海拔D(i)和平均坡度S(i)

数据；利用北宋中期路域耕地面积和人口数据，求得各路耕地比重C(i)和人口比重P(i)数
据；将各路平均海拔D(i)、平均坡度 S(i)和人口比重P(i)分别与耕地比重C(i)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地形因子与耕地比重C(i)相关性并不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183和-
0.287）；而人口比重P(i)与耕地比重C(i)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23）。可见在路
域尺度上，人口是影响耕地分布的主导因素。

通过拟合耕地比重与人口比重间的关系，可
以很好地量化揭示人口对耕地分布的影响。曲线
拟合结果显示，北宋中期人口分布和耕地分布呈
明显指数变化趋势（R2 = 0.682）（图 4），其拟合
函数为：

C( )i, tv = 0.904 × e
0.273 × P(i, tv) （1）

式中：C(i, tν)为 i路在 tν年的耕地比重；P(i, tν)为 i

路在 tν年的人口比重。
（2）修正系数确定 在各路人均耕地面积相

近的情况下，直接通过路域人口比重指示耕地比
重是可行的。但从北宋中期耕地订正结果看，各
路人均耕地面积有较大差别，直接利用路域人口
比重指示耕地比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为
了消除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对分配结果的影响，本
文利用北宋中期人均耕地面积指数α(i)为系数，对拟合函数进行修正。其计算公式：

a( )i = Cp( )i /MAX(Cp( )i ) （2）

式中：a(i)为 i路人均耕地面积指数；CP(i)、MAX(CP(i))分别为北宋中期 i路人均耕地面
积、人均耕地面积最大值。

（3）倾向模型与分配模型的构建 为了能更加合理地将不同时点全国耕地面积总数
分配到各个路域，本文构建了路域耕地分布倾向模型，其计算公式为：

δ( )i, tv = a( )i × 0.904 × e
0.273 × P(i, tv) （3）

式中：δ(i, tν)为 tν年 i路耕地分布倾向；α(i)为人均耕地面积指数；P(i, tν)为 tν年 i路的人口
比重。模型表征了人口比重大，且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大的路级政区，将拥有更大的耕
地分布倾向。基于此，本文建立了利用全国耕地总数进行路域耕地面积重建的分配模型：

X ( )i, tv =
δ( )i, tv∑
i

δ( )i, tv

× A(tv) （4）

式中：δ(i, tν)为 i路在 tν年的耕地分布倾向；X(i, tν)为 i路在 tν年的耕地面积；A(tν)为 tν年的
耕地总面积。

⑨ 数据来源：全球1 km DEM，由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提供（http://www.geodata.cn）。

图4 北宋中期各路耕地比重与人口比重的

曲线拟合结果
Fig. 4 The curve fitting results of cropland

proportion and population proportion in each Lu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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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北宋中前期是境内农业垦殖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北宋中期各路的耕
地面积应是重建时段的最高值[26]。因此，在耕地分配过程中，若某路耕地分配数超过北
宋中期的耕地数，则将超出的部分按照公式（3）~（4）继续分配到其他各路。

（4）不确定性分析 为了分析重建结果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笔者利用本文建立的
模型，对北宋中期耕地面积进行了路域分配，并将分配结果与路域耕地面积订正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各路域间相对误差绝对值存有一定差异，这主要与各路域
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同有关。但从总体来看，19路（府）的相对误差绝对值均小于 30%
（图 5）。其中，小于 10%的路有 13 个，介于 10%~20%的路有 3 个，20%~30%的路有 3
个。可见，相对误差绝对值介于 0~20%之间的路占到总路数的 84.2%，说明分配结果能
够基本反映北宋时期路域耕地面积的分布情况。

4 结果与分析

4.1 北宋路域耕地面积重建结果
利用上述引用的数据和建立的路域耕地面积重建方法，本文订正或重建了开宝九年

（976年）、至道三年（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元丰元年（1078年） 4个时点的
全国及路域耕地面积数据，并结合各路的政区面积，得到各路的土地垦殖率（图6）。其
中，宋境土地面积及各路的政区面积是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31]中的北宋政区
图，进行数字化求得。

结果显示（表4）：开宝九年（976年）、至道三年（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
元丰元年（1078年）的耕地总量分别为468.27×106今亩、495.53×106今亩、697.65×106今
亩和 731.94×106今亩；垦殖率分别为 10.8%、11.4%、16.1%和 16.9%；人口总量分别为
2982.7×104人，3988.5×104人、6791.9×104人和 8730.4×104人；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15.7
今亩、12.4今亩、10.3今亩和8.4今亩。
4.2 耕地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4.2.1 总体趋势 从耕地总量重建结果来看，北宋统一之后，开宝九年（976年）至元丰
元年（1078年），北宋境内的人口数量由2982.7×104人增加至8730.4×104人，年均增长率
约为1.1%。在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的推动下，耕地面积呈现持续增加的变化趋势，耕地
面积从468.27×106今亩增至731.94×106今亩，100年间增加了263.67×106今亩；土地垦殖
率由10.8%增至16.9%，增加约6个百分点；而人均耕地面积由15.7今亩降至8.4今亩。

图5 北宋中期路域耕地重建结果相对误差绝对值
Fig. 5 The absolute relative error of cropland reconstruction results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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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根据路域耕地面积的分配结果，绘制得到开宝九年（976年）
至元丰元年（1078年）的垦殖率变化图（图7）。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依据垦殖率变化特
点，将研究区分为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从区域及路域的尺度上，对北宋土
地垦殖率的空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从图6、图7中可以看出，北方地区作为中国传统的农耕区，历来土地垦殖发展程度
较高。入宋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政府促垦政策的推行，土地垦殖仍处于不断发展状
态，开宝九年（976 年）至元丰元年（1078 年）间区域土地垦殖率从 12.7%增至 17.9%
（表5）。到北宋中期，各路垦殖率均在10%以上，其中，黄淮海平原土地垦殖率最高，已
达到20%以上。

图6 北宋路域垦殖率重建结果
Fig. 6 Reconstruction results of reclamation rate at Lu scal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表4 北宋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重建结果
Tab. 4 Reconstruction results of crop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for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年份

开宝九年(976年)

至道三年(997年)

治平三年(1066年)

元丰元年(1078年)

垦田数(106今亩)

468.27

495.53

697.65

731.94

垦殖率(%)

10.8

11.4

16.1

16.9

人口总量(104人)

2982.7

3988.5

6791.9

8730.4

人均耕地面积(今亩)

15.7

12.4

10.3

8.4

注：1宋亩=0.876今亩[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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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地区是开宝九年（976 年）至元
丰元年（1078年）间北宋土地垦殖发展最
快的地区（图7），随着唐末宋初北方人口
的不断迁入，区域土地垦殖率从 16.3%增
至28.3%，增长约12个百分点。其中，江
南东路、两浙路和荆湖南路垦殖率增加最
明显，分别达到 33.3%、16.1%和 22.9%；
福建路垦殖率增加量最小，约为2.8%，这
应该与路内人多地少的境况有关。到北宋
中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局部地区垦殖率
已经超过了40%。

西南地区是北宋土地垦殖发展最落后
的地区，除位于成都平原的成都府路外，
其余各路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北宋时
期人口迁入量有限，且开发难度大，因此
土地垦殖发展相对较缓慢（图7）。开宝九
年（976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间区
域垦殖率由 3.8%增至 5.0%。其中，广南
东路和利州路的垦殖率增加量较高，分别
为 3.3%和 2.8%；成都府路次之，约为
1.5%；其余三路的增加量均不到 1%。到
北宋中期，成都府路垦殖率达到 32.2%，
其他各路垦殖率均低于 6%，其中，夔州
路和广南西路垦殖率最低，仅在2%左右。
4.3 重建结果对比

由于本文与HYDE3.1和PJ全球数据集中耕地重建时点不同，笔者选择时点较为接近
的北宋中期（1078年）与两个全球数据集中 1100年的耕地重建结果进行对比，结果显
示：本文重建的北宋中期耕地总量为731.94×106今亩，土地垦殖率为17%，而HYDE 3.1
和PJ的耕地总量分别为565.50×106今亩和492.60×106今亩，垦殖率相应为13%和11%，存
有较大差别。从路域尺度来看（图8），HYDE数据集对北宋东南各路及成都府路的耕地
重建结果明显偏低，其中江南西路、江南东路和成都府路差异较大，分别低了 76.2%、
77.2%和79.1%；而对北方地区和西南各路的重建结果相对偏高，其中京东路、梓州路和
广南西路分别高了75.7%、218.9%和410.5%。

5 结论

（1）基于史料及耕地分布影响因子的分析，本文建立了北宋中期册载垦田数据的订
正方法和路域耕地分布倾向模型和分配模型。误差分析表明：相对误差绝对值介于 0~
20%之间的路占到总路数的84.2%，说明分配结果能够基本反映北宋时期路域耕地面积的
分布情况。

（2）重建了 4个时点的耕地面积，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北宋耕地面积总量呈持续增
加的趋势。开宝九年（976年）、至道三年（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元丰元年
（1078 年） 的耕地总量分别为 468.27×106 今亩、495.53×106 今亩、697.65×106 今亩和

图7 976-1078年北宋路域垦殖率变化图
Fig. 7 Changes of reclamation rate in each Lu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AD 976-1078

表5 976-1078年北宋各区域垦殖率变化(%)
Tab. 5 Changes of reclamation rate in each reg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AD 976-1078 (%)

年份

开宝九年(976年)

元丰元年(1078年)

变化幅度

北方地区

12.7

17.9

5.2

东南地区

16.3

28.3

12.0

西南地区

3.8

5.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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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94 × 106 今亩；垦殖率分别为 10.8%、11.4%、16.1%和 16.9%；人口总量分别为
2982.7×104人，3988.5×104人、6791.9×104人和8730.4×104人。

（3）从耕地总体变化趋势来看，开宝九年（976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北宋境
内的耕地面积从468.27×106今亩增加至731.94×106今亩，100年间耕地面积增加约2.64亿
今亩；垦殖率从开宝九年（976年）的10.8%，增加至元丰元年（1078年）的16.9%，提
高了约6个百分点；而人均耕地面积由15.7今亩降至8.4今亩。

（4）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开宝九年（976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东南地区是北
宋土地垦殖发展最快的地区，区域土地垦殖率增加 12.0%，北宋中期长江中下游平原局
部地区垦殖率高达40%；北方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5.2%，北宋中期黄淮海平原土地垦殖
率也超过了 20%；西南地区是北宋土地垦殖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区域垦殖率仅增加
1.2%，除位于成都平原的成都府路外，各路垦殖率均低于6%，其中，夔州路和广南西路
仅在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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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cropland area at Lu scale and its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 Fanneng1, LI Meijiao1, 2, LIU Haolong1

(1.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ropland Taxes" and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data record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estimated cropland area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y
analyzing some society factors in this dynasty, including land use policies and taxation system.
Besides, by quantify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pulation proportion, per capita cropland and
cropland spatial pattern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we designed a cropland distribution
model. And the model was used to reconstruct cropland area at Lu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ale for AD 976, 997, 1066 and 1078.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cropland area of the whole study area for AD 976, 997, 1066 and 1078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about 468.27 million mu (Chinese area unit, 1 mu=666.7 m2),
495.53 million mu, 697.65 million mu and 731.94 million mu, respectively, and 264 million mu
was increased for AD 976-1078.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cropland area was about 4.4‰, and
the reclamation rate (i.e. ratio of cropland area to total land area) increased from 10.7% to
16.8% , and per capita cropland area decreased from 15.7 mu to 8.4 mu. (2)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pland spatial pattern change, the reclamation rate of the Southeast,
Northern and Southwest in the Northern Song territory increased by 12.0%, 5.2% and 1.2%,
respectively, and that of some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Plain increased to more than 40%,
and for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e reclamation rate increased to more than 20% . The
reclamation rate of the Southwest (except the Chengdu Plain) in the Northern Song territory
was less than 6%. (3)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solute relative error of 84.2% Lu
was less than 20%, so the cropland distribution model is feasible. Therefore, our reconstruction
results can reflect the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pland area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LUCC; cropland area; reconstruction at Lu scale;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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